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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女性劳务组织的生成机制与社会功能研究

———基于对山东省戈村女性劳务组织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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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以山东戈村的女性劳务组织为例,通过观察、访谈等质性研究方法,分析了女性劳务组织的生成机

制和运作方式,指出经济作物的大规模种植催生了女性劳务组织,而传统互助方式的突破则为其产生准备了外

部环境。在描述女性劳务组织运作方式的基础上,将其特点概括为以市场为导向的内生组织和以信任为基础的

合作组织,并进一步揭示出该组织的社会功能:劳务组织的合作互助特性改善了村庄的生产经营方式;劳务组织

的存在和普及提升了女性地位;组织内部的联结和交流为女性提供了更多的社会资本,从而促进了社区共同体

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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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村民间组织问题是近些年来多学科共同关注

和研究的焦点问题,涵盖了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
公共管理学等学科领域。学界关于农村民间组织发

展的研究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生成路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内生性”

“内源性”的强调。学者们大都认可农村民间组织具

有明显的“内生”性质。市场化的普遍压力要求分

散、原子化的村民组织起来,共同应对市场带来的风

险与机遇。所以,大部分农民经济组织一般经历了

一个市场发育的过程,由农民自愿自发成立,是一种

典型的内生型组织,享有较高的内生性。但在其进

一步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政府力量的介入,使其在获

得发展机遇的同时又逐渐失去了其内源性特征。徐

勇认为,自组织是现代社会的基础,他指出“理性化

社会的组织建构是自组织过程,即个人基于共同需

要和利益而自我形成的组织”[1]。阮云星等在研究

中借用该概念的表述,依据当代民间文书资料和人

类学的参与观察,复原了一个村庄老人会10多年自

治成长的过程,分析了这个内源性自治组织成长的

内外契机和实践的学理意义[2]。
第二,社会功能研究。在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

的基础上,笔者将中国民间组织的功能归纳为以下

4个方面。(1)动员和整合社会资源。生产和再生

产社会资本[3]。(2)促进市民社会的发展。有学者

指出民间组织,或者是所谓的市民组织,是市民社会

的主体,离开了这些组织,市民社会就是空谈[4]。
(3)影响善治与赋权[5]。民间组织在与政府的互动

过程中,在获取资源和合法性的同时,输出了善治所

需要的整合价值观和合法性支持。(4)道德整合[6]。
这包括扩大社会公益供给,倡导公益价值观;弘扬职

业主义精神;救助弱势群体;推进民主政治发展;创
造社会资本。

第三,农民与政府的共度性研究。国外学界普

遍认为农民的房基地伸脚、利用国家政策开垦黑地

等都是“弱者的武器”,是某种形式的抵抗。朱晓阳

通过滇池小村的地志研究驳斥了这一理论,并明确

提出农民并非是“现代—传统”两极中“传统的”代
表,而是在发展主义的知识话语下,形成了与政府的

协力。朱晓阳进一步指出,“在当代,发展主义已经

是一种‘核心价值’。这种价值已经为国家和农民所

共享”。与此相关,农业生产方式与国家现代化项目

之间没有张力。这种共度性提供了快速城市化和经

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因,同时使得农民在很多时候,
比国家在推进“现代化”时更激进[7]。这种共度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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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提醒我们在使用“公民社会”理论时一定要注意

考察中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因为这一理论预设的前

提是国家与公民社会之间的“二元对立”。
综上所述,正如仝志辉所观察到的“民间组织的

研究套路在公民社会话语的入侵下,本身就已经成

为一种话语,如果不从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的角度去

理解民间组织,就可能是一种不入流”[8]。如果不将

研究民间组织的意义提升为推进中国式公民社会进

程中最重要的力量,该研究就不具备理论价值。也

就是说,农村民间组织研究的话语权多为发轫于西

方的“公民社会”理论所控制,而立足中国农村的本

土化考察作为一股学术界的研究潜流,尽管为学界

所觉察却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上述研究立足于农

村民间组织借以生长的农村政治和社会环境来探讨

农村民间组织的意义和价值,致力于构建适合中国

农村社会现状的理论框架;而本研究拟通过对山东

省戈村女性劳务组织的个案考察,深入分析农村女

性劳务组织的生成机制和社会功能,进而为观察中

国农村社会提供一个有益的切入点。

  一、戈村概况

  笔者曾先后4次前往戈村进行田野调查(2010
年7月22—29日;2011年1月20—27日;2012年6
月11日—2012年8月13日;2013年2月15—

25日)。
在对近代农村社会经济进行研究的过程中,唐

致卿把山东划为七大农业分区:东部沿海丘陵农林

渔区;鲁中南农林牧区;湖东鲁南平原农业区;鲁西

平原农林牧区;鲁北平原农林牧区;渤海农牧渔区;
胶济平原农业区[9]。本文的研究地点“戈村”位于胶

济平原农业区的D市境内,D市是一座沿海开放城

市,居于全国综合发展百强县(市)之列。地处北温

带季风区,背陆面海,气候属暖温带季风型,冬冷夏

热,四季分明。
戈村现有452户居民,共1682人,分为10个

村民小组。和周围的其他村庄一样,村民居住相对

比较集中,居住地和农耕田分离,共有耕地146.67
hm2,没有水田。当地有一句俗语:“金王院、银岳

旺、好地出在近戈庄”。也就是说,戈村的土地在整

个乡镇范围内是最好的。在20世纪70、80年代,该
村曾一度成为中国农科院的实验研究基地。2012

年,戈村人均纯收入达到11507元,村民的收入主

要来自农业种植,其余多为养殖收入。粮食作物以

小麦和玉米为主,近年来,生姜、洋葱、芋头、牛蒡等

经济作物在戈村及附近村庄迅速普及,考虑到经济

作物带来的收益,有些农户已经不再种植传统的粮

食作物[10]。
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说,现今的戈村已不能称为

戈村。在2008年开始的“村改社区”的浪潮中,作为

中心村的戈村,在合并周围7个村庄的基础上,成立

了“大近戈社区”,在学术界担心村落文明消失的同

时,戈村人也在担心他们的村名将不复存在,至少在

现今的行政区划上业已消失。考虑到戈村原有文化

的重要影响以及行文的方便,本研究仍然采用戈村

的提法。

  二、农村女性劳务组织的生成机制

  1.农村女性劳务组织产生的原因

(1)农村女性劳务组织的产生源于经济作物的

大规模种植。戈村从1998年开始种植生姜,在长达

15年的种植过程中,生姜以其高产、易销、拥有良好

的经济效益等特点得到了村民青睐。即使在需要轮

作的要求下,戈村仍然有2/3的土地用于种植生姜,
这种情况在戈村周围的村庄中也同时出现。这种大

规模的种植经济改变了戈村的农业耕作技术和土地

的利用状况,并进一步影响到戈村人的生活方式和

劳作方式。正如国外学者迈克尔·波伦所指出的马

铃薯与爱尔兰民族的密切关系[11]以及国内学者陈

亚平就玉米和资本主义兴衰进行的阐释[12]一样,生
姜种植同样改变了当地居民的生产方式和生活

习惯。
生姜种植、收获、储存和销售过程的复杂性决定

了其对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就储存和销售环节而

言,在长达近1个月的收获季节后,村民用绳索和篓

筐将生姜下到深达4~5m的专用地窖中,然后将

生姜一层层摆放整齐,再在上面撒上一层薄薄的沙

土,并将地窖密封,生姜出售时才会再次打开。这也

决定了村民在出售生姜时,需要经历开窖、运送、除
土、装袋、过秤以及装车等工序,在操作过程中至

少需要10个劳动力。可见,生姜出售是最为复杂

和需要人手较多的环节。
笔者观察到劳务雇工在戈村并非新生事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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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姜的收获季节,雇佣劳动在此地极为盛行,戈村随

处可见陌生人的面孔,这些来自外地的男性农业雇

工,在农忙季节三三两两地受雇于戈村的农户家庭,
在雇佣结束后,按天收取劳务费。戈村女性在这种

方便易行的劳务方式的影响下,将雇佣劳务组织化,
形成戈村现今的女性劳务组织。也就是说在大规模

种植与劳动力短缺之间存在的张力催生了戈村女性

劳务组织,人们为了效率和方便组织起来,按照市场

导向的原则取得报酬成为发展趋向。
(2)农村女性劳务组织的产生源于传统互助方

式的突破。按照传统的互助方式,村民在出售生姜

时多会请亲戚、朋友以及邻居帮忙,劳作结束的当天

会以丰富的酒菜宴请乡亲。情况在2009年末发生

了变化,在部分女性倡导、绝大多数女性踊跃参加的

情况下,戈村自发地形成了一些基于地缘的女性劳

务组织,她们主要负责生姜出售时的一系列工序,且
在 劳 动 结 束 后 收 取 劳 务 费,劳 务 费 的 标 准 是

8分/kg,以现场支付的方式交给劳务组织的领导

者,由其按照人数进行平均分配,原来必需的宴请也

就随之取消。这种组织形式一旦出现,即迅速为姜

农接受,到2012年底,戈村共出现13个类似的女性

劳务组织,其组织边界同之前按地域分布的生产小

组基本吻合。
大部分戈村人对这种劳务组织的新形式表示认

同。在访谈中一男性村民谈及“以前要卖姜就发愁,
不知道该怎么找人帮忙,一年要卖五六次,能找的人

都找了,都不好意思开口了,现在好了,不用求人(帮
忙)了”(7XGY);他的妻子也同样认为劳务组织的

存在缓解了请客做饭的压力,“卖姜最愁人的就是做

饭了,要做很多菜,还要喝酒,你要是菜少了,觉得对

不住干活的人,而且也没面子”(7LSL);另一村民则

从经济层面谈到“需要支付的劳务费和请吃饭的花

费差不多,而且请吃饭还得搭上功夫钱,还是劳务费

划算”(2XJT)。

2.农村女性劳务组织的发展得益于该组织的女

性社会角色

近年来,学界开始关注组织的性别问题,如果认

可组织是有性别的观点,那么戈村女性劳务组织的

性别定位无疑是女性的,就其组成而言,它们全部是

由女性召集,参与者也是清一色的女性,而且在农村

生产生活中,呈现出明显的女性社会角色。
(1)戈村女性劳务组织的女性社会角色,能使该

类组织的市场行为易被村民接受。在对戈村的访谈

中发现,源于传统的乡村熟人社会的习俗,大多数男

性表示在帮助乡亲后不好意思收取劳务费用,虽然

他们也很看重自己的时间和劳动工价。而女性则表

示劳动后收取报酬是理所当然的,不能为了要面子

而损害自己的利益,这和男性村民眼中的多变和易

被利益驱动的女性形象基本吻合,因此,该类组织所

具有的女性特点易被大家接受,并且有利于其生成

和发展。
(2)戈村女性劳务组织的女性社会角色,能使其

及其服务的对象在买卖的博弈过程中获得更多利

益。在出售生姜的过程中,其中有一道工序是筛掉

保存生姜的沙子或是用手扒掉黏附在生姜上的泥

巴。劳务组织的成员们在这个工序的操作中会尽量

做得又粗又快,因为这样在过地磅的时候就可以有

更多的重量,既符合卖家的利益,又符合劳务组织的

利益。当然在这一过程中,会有买家提出异议,要求

大家把生姜弄得干净些再搬到车上。参加劳务组织

的女性都会答应但一般不会照做。因为通常情况

下,前来收购生姜的买家多是来自外地的男性,他们

一般不好意思提出质疑,即使有所质疑,因劳务组织

的女性特征,也一般不会引发激烈的冲突。劳务组

织的领导者往往会默认这样的做法,这是劳务组织

在买家和卖家之间博弈的结果。
就组织产生的环境而言,张培刚先生特别指出

农民作为农产品的出售方,在与各种垄断组织的交

易中处于相当不利的弱势地位,需要思考建立有效

农村(农业)组织的问题[13]。而该类组织的出现恰

好符合生姜种植农户的期待,也满足了卖方农户的

利益,戈村一村民说,“我一直请某劳务队帮忙,能够

连沙 带 土 地 往 车 上 装,我 下 次 还 要 找 她 们”
(3XJM)。另一位村民同样谈及劳务组织的利益倾

向性,“我侄女在那个劳务队,所以我卖姜时只要她

们 得 空,都 用 她 们 的 劳 务 队,她 们 会 向 着 我”
(7YCX)。

事实就是,如果劳务组织不能为卖方农户争取

利益,下次生姜出售时这家农户就可能换别家的劳

务组织。而且最为重要的是作为农产品出售方,其
雇佣者身份与其劳务组织中的被雇佣者身份具有重

合性。身份的重合性使得她们在争取自己利益的同

时也争取了大家的利益,在争取他者利益的同时也

争取了自己的利益。总之,身份的重合带来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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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合,而利益的重合为劳务交易的双方提供了良好

互动的基础。

3.农村女性劳务组织的运作方式

(1)成员稳定。劳务组织的领导多是乡村生活

中的女性能人,她们要么自身性格泼辣,要么家庭经

济条件较好,在邻里之间具有一定的声望和影响力。
参加者的年龄主要集中在30~45岁之间,几乎囊括

了戈村1/3的农村妇女。受乡村熟人社会的影响,
组织领导者和成员基本固定,组织界限与之前基于

地缘的生产小组分布一致,也就是说劳务交易基本

在同一个生产小组内发生,出售生姜的农户和其雇

佣的劳务组织大都来自同一个生产小组的。一旦有

人更换组织,则往往会招致原组织成员的非议。根

据笔者的观察和调查,自从劳务组织成立以来,仅有

两例因住所变更而更换了组织。
(2)方式灵活,集合迅速。在农忙季节,组织成

员们忙于农活和照顾家庭,在农闲季节,当农户决定

出售生姜后,可以和劳务组织的任何一个成员联系,
而非仅限于组织领导者。接活者房前屋后大着嗓子

吆喝几声,加上互相传达,组织成员很快就会三三两

两地聚集到卖方的地窖前。有时即使劳务组织的成

员已经到齐,也可能因为买卖双方的交易破裂而白

跑一趟,但这对组织成员没有太大影响,他们很快就

散开,各自忙各自的活计去。
(3)相互信任。这种信任表现在2个层面上:一

是售姜农户和劳务组织之间的彼此信任。在劳务活

动开始前,双方既没有正式的书面协议,也不需要口

头协议;而劳动结束后农户都可以按照约定俗成的

8分/kg给付劳务费。二是组织成员之间的相互信

任。这在分配劳务费的环节表现尤为明显。女性劳

务组织多是按以下程序进行分配:组织领导者或是

核心成员和雇主一同去地磅处核准生姜重量后,雇
主当场将劳务费交到领导者手中,由他们进行平均

分配;领导者在拿到劳务费后一般会立即前往组员

家中发放劳务费,有时也会选择在下次劳动前分配

的模式。分配完全按照取得的劳务费和参加劳务的

组员平均计算,不考虑劳动的强度和劳动量的多少。
组织成员大都对这种简单易行的操作表示满意,同
时对组织的领导者也具有完全的信赖。在笔者走访

的过程中,没有听到戈村女性劳务组织内部曾发生

过严重的纠纷,竞争主要存在于不同的劳务组织之

间,而劳务组织内部成员的关系较为和谐。

4.女性劳务组织的特点

(1)戈村女性劳务组织是以市场为导向的内生

组织。施坚雅于20世纪60年代针对中国市场体系

初步提出了一种新的分析模式,她认为在中国这样

一个传统农耕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化的过程中

“市场结构必然会形成地方性的社会组织,并为使大

量农民社区结合成单一的社会体系,即完整的社会,
提供一种重要模式”[14]。在强调市场催生农村组织

的基础上,中国学者从逻辑上分析了农村基本经营

制度在一个逐步扩大的市场环境下的演进趋势,并
提出改革30年后基于这一逻辑的农户经济组织化

的必要性。其基本逻辑如下:①家庭承包制使农户

经济兼业化和农户内部劳动力专业化;②农户兼业

和农业劳动力专业化推动农业商业化;③农业商业

化引发农业产业化;④农业商业化和农业产业化要

求农户组织化[14]。这个逻辑从法理上论证了中国

农村社会组织化的必要性及其对家庭组织方式对分

工造成限制的突破。
遵循这个逻辑,戈村女性劳务组织的出现也是

村民对整个市场环境的回应。在戈村和周围村民开

始种植生姜、洋葱、芋头、草莓等经济作物后,经过约

15年的时间,在戈村所在的县级市形成了颇具规模

的集贸大市场,逐渐形成了以市场为导向的种植经

济,从而也形成了以利益为导向的女性劳务组织。
(2)戈村女性劳务组织是以信任为基础的合作

组织。就对戈村的考察而言,如同直接的社会控制

一样,宗族组织的影响正在弱化,这或许与整个戈村

价值观的市场取向相关;而与农产品的销售密切相

关的劳务组织,日益构成村民日常生活与交往活动

的重要基础,且内化为乡村治理规则与逻辑的重要

元素。作为另一种存在于农户生产生活中的合作模

式,是一种利己的互惠行为,尽管与之前传统的互助

协作劳动的原则不同,不再是不需任何经济报酬的

互助的“做完一家帮下一家”的互助方式,而是基于

经济收益和劳务需求的互惠合作,但是仍然可以观

察到传统熟人社会中的相互信任在组织中扮演的角

色。正如前面所提及的,劳务组织的结成以地缘关

系为主,和集体经济时期的生产小组相吻合。在这

种组织中,农户们没有合同的约束,却因为风俗习惯

等非正式制度的影响,产生了更强的合作意识与凝

聚力。这种自发形成的、具有很强凝聚力的互助合

作,还把原本分散的农户联系在了一起,从而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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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农村非正式组织的形成紧密联系在一起[15]。也

可视为传统“熟人社会”在现代组织中的构建。

  三、农村女性劳务组织的的社会

功能

  1.女性劳务组织的合作互助特性改善了村庄的

生产经营方式

基于利益自发组成的戈村女性劳务组织,提高

了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农户分散经营与大市场

的矛盾,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因为种植生姜的利润

尚可,且女性劳务组织具有合作互助性,从而解决了

生姜销售环节的劳动力短缺问题。在访谈中,戈村

的几个孀居农妇明确表示劳务组织的存在解决了这

一问题。“他爸(丈夫)去世后,我本来以为家中只有

我一个劳力,就不能再种植复杂的经济作物,只能种

植小麦和玉米,这个简单,收获时可依靠机械化,可
现在的情况表明我仍然可以种植收入较高的生姜,
出姜(收获)时可以雇佣外来劳务人员,最愁人和最

麻烦的是卖姜,不过现在这个也解决了,有本村的劳

务队”(8KYS)。另外一对夫妻谈及他们在帮助儿

子带孩子的同时借助劳务队种田,“儿子有了小子

后,让我们过去带孩子,儿子的意思是把地转给伯父

家的哥哥们种,可是我不舍得,而且考虑到他们种了

地,也不会给钱,还不如自己种,而且有了本村的劳

务队,人手不足的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我们就自己

种,都有4年了”(9ZJQ,9GM)。
调查结果表明卖方和劳务组织成员都认为该类

组织的运作对双方都有利。“我觉得这种方式好,不
用忙活着做饭,还可以全程参与卖姜的过程,这样放

心”(4CJH)。“不再觉得欠人家人情,像以前请别人

帮忙后,总也惦记着下次人家卖姜的时候我必须来

帮忙,即使自己有很重要的农活要干”(7XCH)。
“以前没有劳务队的时候,我每次帮人家卖姜,都是

我干活,我对象去吃饭,现在没有饭吃了,可也有钱

赚了”(5ZDH)。

2.女性劳务组织的存在和普及提升了女性地位

(1)女性在劳务组织中的经济收益提升了其在

家庭生活中的支配权和发言权。40岁的张某在访

谈中表示,在农闲时节,她每天大约可以参加3次生

姜出售活动,可以赚到100多元钱,在访谈中她兴奋

地表示,“除了卖掉小麦、玉米和生姜,现在手里也随

时会有一些小钱的收入,补贴家用或是用于孩子的

教育都是非常方便的”(10ZCE)。多数女性在访谈

中都会谈及参加劳务组织带来的经济收益,“主要是

这样赚钱最方便,不需要到城里去,既可以照顾家,
又可以不耽误农活”(7YCQ)。“我这样赚到的钱基

本都补贴给自己的娘家了,家里有个弟弟正在读书,
因为 是 自 己 赚 的,他(老 公)也 没 有 什 么 意 见”
(7SMY)。由此可见,随着女性经济收益的增加,她
们在家庭生活中拥有更多的发言权和支配权。

(2)女性劳务组织的工作特点引致家庭中的角

色变化,从而提高了女性的家庭地位。因为买卖活

动多在农闲的冬季进行,按照当地村民的说法,就是

天太短,做好准备工作后,生姜销售多于中午进行。
许多女性表示参加劳务组织不仅使自家的男人学会

了做饭,在一定程度上也将自己从家务劳动中解放

出来。“他从来没有进过厨房,常常因为饭菜不好或

是没有准时而指责我,还隔三岔五地吆喝(请)他的

朋友来家里喝酒,现在我要是出去干活(参加劳务组

织),他的朋友来了,他一般会出去买点现成的菜(卤
菜),或者喊他娘来做饭”(7ZDJ)。“孩子爸爸现在

能给孩子做简单的午饭了,大男子主义那么严重的

他肯为我和孩子做饭,这在以前是不能想象的”
(8KYS)。

3.女性劳务组织的联结和交流为女性提供了参

与公众生活的平台,促进了新社区共同体的融合

在共同劳动的过程中,女性之间总是有聊不完

的话题,大到家庭的计划生育决策,小到最近上演的

电视剧,几乎无话不谈。根据观察者的记录,有些女

性会把难以决策的家务事带到组织中来征求意见。
李某就曾将女儿的婚嫁问题拿来讨论,因为她不能

确定女儿的选择是否合适。而付某在交流过程中也

提出了儿子的离婚事件,并采纳组内其他成员的意

见支持儿子离婚,“我小子要离婚,开始我觉得离婚

不好,可亲家因为嫌弃我们家穷,都不让我见孙子,
组里的姊妹们都让我支持儿子的决定”(6FHS)。
在这样的交流中,女性开始构建具有性别特色的社

会支持网络,从而获得了更多的社会资本。
在农历新年前后的2个月中,通过对同一个劳

务组织连续15次的观察,笔者听到3次娱乐的段

子,都是由组织的号召者和组织中性格较为泼辣的

女性讲起的,该段子给大家带来了快乐,充实了大家

的精神生活。由此可见,劳务组织为戈村的女性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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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提供了一个交流信息、疏解压力的平台。由劳务

的联系而组成的非正式组织,可以使其成员通过廉

价高效的沟通渠道,倾诉自己的情感,从而释放压

力,重新回归稳定。同时,作为女性有效地社会支持

网络,非正式组织增强了组织成员的满足感和安

全感。

  四、讨 论

  1.戈村女性劳务组织组织性质的讨论

Hayek认为人类社会主要存在2种秩序:一种

是最普通的自发秩序———市场;另一类是典型的人

为秩序———政府。这2种秩序的理论实际上也涉及

2种类型的组织生成机制及其行动逻辑[16]。显然本

研究中的女性劳务组织是属于受市场主导的自生自

发秩序,是农村妇女在遵守共同的一般行为规则以

回应她们所面临的环境的结果。
显然,如何定义该类劳务组织确实是研究中的

难题,其既不符合学界对民间组织的定义[17],也无

法归入正统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同时和农业经济

中的产业化组织也有所区别。该类劳务组织由固定

的领导者和人员组成,联结紧密,服务于本村村民,
主要负责经济作物销售环节的劳务活动。该组织没

有进行正式的注册,也没有成文的组织规范,但对市

场需求反应灵敏且其成员聚集迅速。而且就其对乡

村社会生活的影响而言,也远远超过一般的经济合

作社等正式组织。

2.戈村女性劳务组织合法性的考察

本文讨论的戈村女性劳务组织不能算是正规的

民间组织,正如前面提及的,这些组织没有注册,也
没有保证组织运作的规章制度,甚至她们都不认为

自己是一个组织。在访谈中,笔者常听她们称呼自

己为“劳务队”。要谈及农村民间组织的合法性问

题,就不得不注意其背后隐含的观念,法律上的合法

性对于所有民间组织的成长都很重要。从这个意义

上讲,李熠煜对文珍基金会的考察和分析值得学界

关注[18]。仝志辉指出:“我们已然可以看出,不注册

并没有影响文珍基金会的运行。中国民间组织的生

存有地方社会的空间,以及这种地方社会和西方成

熟的现代法治之下的社会的不同,以及带来的民间

组织和其成长过程的不同;在地方社会的空间中,法
律合法性并没有成为其合法性的核心组成部分。在

民间组织管理上,国家权力控制的逻辑和民间社会

组织合法性的逻辑的不一致,注册问题正是体现这

一不一致的中心环节”[8]。而本研究的考察也证明

了这一点。
总之,本文将视野从宏大的经济社会发展转向

社会的微观层次,其中尤其是要关注镶嵌于乡村基

层社会中的微观结构[19],戈村的女性劳务组织无疑

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根据人类学发展出的分群理

论,除了亲属关系和婚姻之外,人们还依照性别、年
龄、共同利益等原则分群。毫无疑问,该研究中的劳

务组织是基于性别的分群团体,参加组织的女性来

自村庄的各个不同的家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乡

村分层带来的社区紧张。同时就其信息传播、人际

交流以及女性信心培育等社会效应而言,这样的分

群团体拥有促进村庄共同体认同的作用,笔者的观

察表明,因戈村女性劳务组织存在的普遍性和活动

的频繁,该类劳务组织似乎还成为了村庄公共领域

的一个重要生长点,至于其对农村公民社会培育的

影响,尚需进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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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chanismandSocialFunctionofFemaleLaborOrganizations

———ResearchonFemaleLaborOrganizationin“GeCun”ofShandongProvince

XUCai-li,JIANGXin
(SociologyDepartment/ResearchCenterForRuralSocialConstructionandManagement,

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Thisessayaimstoanalyzethegenerationmechanismandoperationmodeoffemalelabor
organizationthroughthemethodsofobservationandinterview.Theresearchindicatesthatthelarge-
scalecultivationofcashcropshasfosteredthefemalelabororganizations,andthatchangesoftraditional
cooperationmodepreparedexternally.Thecharacteristicsoftheoperationmodeofthefemalelaboror-
ganizationcanbesummarizedas:endogenousguidedbymarketandcooperativebasedontrust.Andits
socialfunctioncanbesummarizedintothreecategories,namelythechangeoftheproductionandopera-
tionmodepromptedbymutualassistance;theelevationoffemales’statusrealizedbyitsexistenceand
popularization;communityintegrationenhancedbythecommunicationandassociationamongfemales
withintheorganization.

Keywords femalelabororganizationsinvillage;generationmechanism;socialfunction;endoge-
nousorganization;cooperation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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